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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儒法并重的市场经济
———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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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必须在学理上区分哪些是长期的特色，哪些又会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文章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结了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虽然
宗族仍然在中国农村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总体来说，传统乡村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会在
经济发展中被消解，在现代城市生长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则被既有的权力结构所嵌入。随着
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带有权力嵌入的制度将因其不公正性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市场
的不完善性越来越需要人们通过非正式的制度而采取合作行为。未来中国应在建立以法制
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发挥儒家文化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非正式制度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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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社会的中心是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的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
处理人际关系( game between persons) 。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无论是过去走过的三十多年，还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都很难相信中国正在完全

复制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当然，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是所有经济发展过程

所共同经历的，但是，中国却在自己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经济发展

道路”。按照更为正式的说法，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

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到底有什么特色? 这些特色，如果有的话，到底是发展意义上的( 随着发展水平提高，

特色会消失) ，还是比较体制意义上的( 会长期存在) ? 如果是比较体制意义上的特色，那

么，这种特色是什么，是否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并且被其他国家所借鉴? 随着

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问题应该回答清楚。中国认清自己的发



展道路，也有利于我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构建和谐世界，谋求共同发展。
本文讨论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结构，重点是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与发展的相互

关系。关于社会资本，影响最广的一个定义是帕特南等( Putnam et al． ，1993 ) 给出的，即

“社会网络，信任，以及社会规范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社会资本的功能就是促进人

们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本文是对社会资本与发展的相关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我们思考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心得。

一、社会关系: 市场经济下的家庭与宗族

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是微观个体的行为。就社会资本而言，有几个相关的方面对于

理解中国的微观个体行为非常重要。
社会网络放到中国背景里，我们首先会想到基于亲缘的关系网络。费孝通将中国的

社会结构称为“差序格局”，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是以家庭为中心，然后逐渐往外

扩散的。在古代中国，关于这种“差序格局”的等级制度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清律

例》里有关于“九族五服”的明确规定，所谓九族，是指从己身上推至高祖、下推至玄孙，旁

推至三从兄弟姐妹共九个世代的父系亲属; 五服则是指依尊长及亲疏而分的五种不同等

级的服制，在服丧期间，不同身份的亲属对应不同的服制。家庭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在很

多方面都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比如说养老，这可能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也可能有社

会保障体制不足的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得承认在中国家庭养老是非常重要的。于

是，从这个动机就衍生出中国人对男孩的偏爱，因为通常男孩未来的收入更高。养孩子越

是出于经济动机，家长就越会有重男轻女的现象，这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家庭的储蓄行为也受到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人的储蓄行为表现出与年龄的关

系，中年的储蓄率最高，这其中有为了未来养老的目的。可是，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不

是中年人的储蓄率更高，而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储蓄率更高( Chamon ＆ Prasad，2010 ) 。
这并不难理解，中国人的储蓄动机并不只是为了养老，还有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动机: 一

个是教育; 另一个是购房。教育的储蓄是为了孩子，而老年人储蓄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帮

孩子买房子。
中国人注重家庭，并且按“差序格局”依次注重家族和社群，这在传统社会下形成了

基于家族和邻里网络的非正规金融市场，承担了借贷和分担风险的功能。通常当金融市

场比较完善的时候，家庭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借贷行为来平滑自己的消费。也就是说，当

收入受到一个巨大负向冲击的时候，可以去借钱消费。反之，在收入较多的时候则可以存

钱。按这个道理，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农村) 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完善的，所以应该看到

发展中国家家庭的消费波动非常大。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基于社会网络的非正式金融市

场在起类似的作用。
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在信任方面有非常明显的表现。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喜欢将人分

为团体内部的“圈内人”和团体外部的“圈外人”。在“圈内人”内部是高度信任的，而对

于社会上的其他人，信任水平就非常低( 郑也夫、彭泗清等，2003) 。
中国人的这种家庭观念和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很容易被认为只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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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特别是农业社会) ，人们的生活范围和交易范围非常

小，而金融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等又不发达，所以，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只是对于市场

体系不完善的替代物。如果是这样，那么，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完善程度的提高，就

会产生两个结果: 一是社会资本本身会发展变化; 二是社会资本的作用会被替代。

二、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宗族是否仍然起作用?

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基于宗族网络的，并且主要在农村社会起作用。随着

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本身如何变化? 其作用是否被替代?

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传统

农业社会，县以下的乡村治理一般依靠宗族网络为载体，依靠儒家伦理等道德规范来实施

乡绅自治，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乡”。家族本位的宗族关系网络是这种伦理与自治的

基础，曾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然而，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

比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村庄基层直选的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进入城市……这些变化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宗族网络。宗族网络本身是否被瓦解

了? 随着基于规则的现代化市场体制的建立，基于宗族网络的“关系型”乡村治理模式在

农村日益发展的今天是否不再起作用了呢? 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许可以表明，在激烈

的社会变革中，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往往会灵活生存，改革者必须利用它去推进制度

转型，而不是试图消灭它。
我们首先要指出，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共享宗族网络内的资源并

遵循共同的基于儒家伦理的行为规范，宗族网络兼有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的含义，是一

种典型的社会资本。关于宗族网络的作用，既有的研究表明，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宗

族网络有助于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 Peng，2004) 。宗族网络还影响了传统乡土社会

里典型的民间借贷融资，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民，可以获得非正式的担保和保险，因而

将获得更广泛的私人融资渠道，更有可能从事自营工商业( 杨汝岱等，2011; 马光荣、杨恩

艳，2011) 。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农村金融逐渐正规化，宗族网络仍然在发挥作用，甚至

影响到了正规借贷的可及性。我们关于温州市洞头县农信社的农户信用评级的研究就发

现，如果村民属于该村第一大姓宗族，那么他的信用评级就更有可能较高，从而能获得更

高的个人小额信用贷款( 周群力，2013) 。潘( Pan，2011) 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大姓宗族成

员更容易获得一些政治和经济的优势，比如更容易当选为村干部，更容易获得收入更高的

非农就业机会等。
宗族网络除了影响个人的生产经营行为，还影响村庄层面的福利水平。由于宗族网

络能够提供信任，降低集体行动时的协调成本，因而有利于村庄的公共品提供。我们的一

项研究就发现，如果村庄存在大姓宗族，村庄里社区层面公共品的提供概率就会更高( 周

群力，2013) ①。这些发现都表明，宗族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影响着村庄治理的方方面

面。当然，宗族之间存在着界限，宗族成员之间很强的信任并不会外推到其他的宗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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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但是，在近年的数据里，大姓宗族对于提供农村公共品的作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身上，蔡( Tsai，2002) 基于中国南方 4 个村的案例研究就发现，在那些姓氏较多的杂姓村，

村民与村领导之间更容易冲突和不信任。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特点使得宗族网络对村庄

治理的影响是复杂的，并且可能随着农村转型发展的深化而有所变化，需要深入的探讨。
全国人大于 1998 年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此后村委会

都需经过选举产生。村庄直选的引入作为推进基层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深刻影响着

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那么，直选这种“现代的正式的”制度是否会影响到传统的基于宗

族的乡村治理模式? 研究发现，宗族网络与村庄直选之间很可能是互相影响的。先让我

们来思考一下宗族网络是否会影响到村庄直选。一方面，上级领导提名候选人时，考虑到

今后开展工作的方便，往往候选人多来自村庄的大姓宗族; 另一方面，选民往往乐于投票

给本宗族的候选人，最后胜出的候选人很可能来自于该村的大姓宗族( Pan，2011 ) 。这

样，宗族网络就通过影响村庄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影响到村庄治理的方方面面。反过来说，

村庄选举作为宗族力量博弈的平台，又可能会加剧宗族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宗族势力比较

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村庄选举甚至会引发村里各宗族派系的恶性争斗。肯尼迪( Kenne-
dy，2002) 考察村民对选举的满意度时就发现，最不满意的村往往就是有两三个大姓的村。
这样一来，村庄直选这一正式制度和村庄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就会进一

步影响到村庄的治理。
下面我们以村庄的公共品提供为例，考察宗族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村庄直选这一

正式制度对村庄治理的影响。首先，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看，宗族网络有利于公共品的提

供，因为宗族成员之间互相信任，协调成本较低。自古以来，宗族的公田、义庄、义塾等就

承担着本宗族成员的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职能，而乡绅们作为各宗族网络的领导者，为

了在村一级建立非官方的权威而互相竞争，通常会自发地修桥补路，为全体村民提供村级

公共品。考虑到宗族网络具有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特点，村庄的宗族网络结构不同，其社

区层面和村庄层面的公共品提供的效果也就不同了。我们区分了宗祠庙宇等社区层面的

公共品和通水通电等村庄层面的公共品，研究发现，如果村庄有占比超过总户数 10% 的

大姓宗族，宗祠庙宇的提供概率更高; 而是否有大姓宗族不影响通电通水等公共品的概

率。这是因为通电通水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通常是由上级作出的，而宗祠庙宇等

的提供决策多由村民自发集体讨论决定并自筹经费( 周群力，2013) 。
关于宗族网络与村庄直选的耦合，蔡( Tsai，2007) 的研究显示，当选的村干部受到村

庄内非正式组织的监督和约束，有寺庙、教堂、宗族等民间组织的村庄，其公共品投资的水

平更高。徐和姚( Xu ＆ Yao，2009) 也有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如果当选的村长来自该村

第一大姓宗族，村庄的公共品提供就更多。我们的解释是，公共品提供需要协调集体行

动，既需要村委会主任出面牵头，也需要获得多数村民的赞同和出资。大姓宗族的领导者

在宗族事务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也能对其他姓氏宗族形成权威，提供公共品能够帮助他

们非正式地获得和巩固这一权威。另外，村庄选举增加了村民对村干部的可问责性，如果

不能提供合意的公共品，在位者可能面临下一期被选下台的威胁。这样一来，选举产生的

村主任需要对下负责，提供符合村民偏好的公共品。两者结合起来，村庄就既有能力又有

意愿去提供这类公共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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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在村庄治理的正式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中，传统的宗族网

络的作用不应被忽视。这首先是因为宗族网络会“嵌入”到正式制度中去，影响到正式制

度的建立，从而继续发挥作用。其次，宗族网络影响村庄治理的那些机制在制度转型时期

仍然存在，比如提供信息、增加信任、建立规范等。

三、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帕特南等( Putnam et al． ，1993) 指出社会资本促进了协调与合作，有助于经济发展。
社会资本丰富的国家( 或地区) ，人们之间具有较高水平的信任，因此人们趋于采取相互

合作的行为。信任是基于人们对于共同的行动规则的理解与认同的，但是，在经济发展和

转型的过程中，制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人们会对共同的行动规则产生理解上的

分歧，从而难以相互信任，于是合作的行为便难以形成。
那么，转型时期信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剧变时，社会发生了

巨大变化，有学者描述了那一时期波兰的信任随时序变化的情况，发现波兰的信任呈现出

一个 U 型的特征。在经济转型早期，社会的信任是下降的，而转型到后期以后，信任又开

始逐渐回升( Sztompka，1999) 。我们自己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基层政府等公共

机构的“公共信任”。我们在一个更为正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

提高，信任度的水平呈现 U 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农村家庭到城市打工的移

民越多，对原来社区里面的公共机构越信任。按道理来说，农村外出移民和原来社区的互

动少了，对原社区的公共机构的信任应该更少了才对( Miguel et al. ，2006 ) 。对于这个违

反常理的发现，我们的解释是，在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下，存在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歧

视。由于移民只有到城里去了以后，他才有这样一个信息收集过程，才能体会到这个歧

视，因此，家庭的移民越多，家庭越感受到这种歧视，反而对家乡的公共机构的信任更强。
在另一项利用上海市的调研样本做的研究中，我们的确发现，外来人口对于城市政府、社
会公众和小区居民的信任都显著更低( 汪汇等，2009) 。

通过考察信任度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变化的趋势，我们从一个侧面知道了社会资

本是随着正式制度的建立而不断变化的。进一步地想，在正式制度形成过程中，社会资本

这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将如何变化呢?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有

“替代”和“嵌入”两种情形，换句话说，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既相互补充，

也相互替代( Durlauf ＆ Fafchamps，2004) 。
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替代。斯蒂格利茨( Stiglitz，2000 )

指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机制尚不完备，社会资本主导着生产要素的运作。随

着市场的不断深化与正式制度的逐步建立，成熟的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会逐渐取代以社

群为基础的关系网络的作用，因此可能存在着一个社会资本密集度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倒

U 型关系。李( Li，2003) 和王永钦( 2006 ) 也认为，在经济发展早期，基于关系的治理( 关

系型合约) 可以节省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成本，是一种较好的治理结构。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分工程度的提高，市场交易范围和规模扩大，统一建立正式规则的成本可以被大量的

交易所平摊，规则型治理的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规则型合约会逐步取代关系型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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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社会学家比经济学家更看到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嵌入。卡尔·波

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的社会中，经济体系嵌入于总的社会关系中，价格机

制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发挥作用，经济资源的分配还同时受到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关系

的制约。而自发调节的市场一旦形成之后，市场开始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市场的逻辑通

行于整个社会，指导着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运行，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体系

里，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市场将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去改造世界的运行

规则，改变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社会结构的重构也将会进一步推动着制度的变迁( Pola-
nyi，1944; 1957) 。中国作为渐进转轨的典型案例，在正规制度完全建立之前，原有的社会

结构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被急速地摧毁，而是尽可能地得到了维持，这样，传统的

关系型社会和政治结构非但没有被新生的市场机制所瓦解和替代，反而是嵌入于其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转型社会中，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政治权力会嵌入到市场经济中，

并显性化为获取资源的优势，因而传统的权势拥有者在渐进转型的过程中将继续主导着

资源的配置( Rona － Tas，1994; Bian ＆ Logan，1996) 。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建立过程中

的这种“嵌入”，体现出了制度转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由于社会资本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有可能被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正式制度所替

代，也有可能嵌入到正式制度中进一步发生作用，因此，有必要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考

察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进程中是上升还是下降了。在这一方向上，近年来产生了一

系列的文献。首先，以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的农村为背景，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地

区，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与信任①都能够有效地减少家庭的贫困发

生概率。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显著减弱，而社区层面的

社会网络与信任的作用并未被市场化显著减弱( 张爽等，2007) ②。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

拥有的社会网络是可以帮助家庭抵抗自然灾害对消费的冲击的，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非

农就业的增多和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社会资本帮助农村家庭抵抗自然灾害对消费的冲

击的作用正在减弱( 陆铭等，2010) 。与此相一致的是，杨汝岱等( 2011) 也发现，社会网络

越发达的农户，借贷行为越活跃，但社会网络的规模和作用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趋于

弱化③。
在中国城市地区，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变化呈现出略有不同的情景。奈特和岳

( Knight ＆ Yueh，2008) 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与党员身份在私有部门的回报率高于国

有部门。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私有部门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社会

关系网络这种非市场力量对收入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李爽等也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对个

人收入的作用在传统的国有部门并未体现，但在非国有部门中有显著的正影响( 李爽等，

2008; Li et al. ，2009) 。陈钊等( 2009) 再次发现，社会关系对于个人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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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作者用除去本家庭的村内其他家庭的社会网络和信任作为村层面的社会网络和信任的度量。
原文在发表时曾有一处笔误，在 Probit 模型中多写了一个用 ui 表示的残差项。借此机会向读者致歉。
一个略为不同的研究结果是，在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

高作用、社会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明显高于中西部( 赵剑治、陆铭，2009) 。



用在东部更高。
上述研究说明，社会关系对市场制度的嵌入在中国城市非常明显，但是，即使是发现

了社会关系的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部门) 中被提高的文献，也并没有直接提供有

关社会关系嵌入市场制度的证据。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基于一些案例调查研究了

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的资产流失问题，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拍卖这样显得较为公正的市场

规则之下，实际操作过程也存在被关系网络和权力操纵的看似公正的交易过程，从而导致

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 陆铭等，2009 ) 。在中国农村，总体上正式制度的建立在取

代传统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但实际上传统的社会结构仍然在嵌入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调研了温州洞头县农信社开展的农户信用评级试点的案例，剖析了宗族网络这一典

型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农户的信用评级过程的。虽然农户的信用评级是遵循事先给定

的一套基于资产规模、偿债能力、信用记录等客观指标的评分标准，我们仍发现，如果村民

属于该村第一大姓宗族，他的信用等级会比其他同样条件的村民更高。另外，在审核小组

对农户的初评得分进行审核和微调的过程中，他的信用等级更不容易被调低( 周群力，

2013) 。这一发现清楚地显示了宗族关系网络如何嵌入到中国农村信用评级的制度构建

过程中去，为我们理解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嵌入市场机制的过程提供了直接的微观

证据。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是尽可能地保证规则的透明和公正。在中国经济的转

型和发展中，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下的权力结构对新生的制度具有“润物细

无声”的影响，这提醒我们进一步思考制度转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以及在此过程中所

形成的不公正现象。

四、行政权力与体制转型

如果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没有严重的不平等，那么，非正式制度对

于正式制度的嵌入还不是大问题。但如果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下人们的权力( 或拥有的资

源) 存在不平等，而新生的制度却将这种不平等“正式制度化”( 可以用英文称为 formally
institutionalized) ，那么，正式的制度就可能存在过程的“不公正”。中国的转型正在面临这

种可能出现的“不公正”的挑战。
制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公正往往与既有的行政权力结构有关。中国的市场经济体

制是与经济分权加政治集权的治理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政治集权加经济分权这套制度安

排，是为了适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需要。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活动

全由中央计划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被证明是不合适的了，经济分权的目的就是为

了激励地方官员更好地去追求本地经济发展的目标; 而政治集权主要是为了协调地方政

府间的行为，并维持大国的统一。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

要维持一个大国政治上的统一是非常难的。
对于中国的政治集权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政治集权未

必就完全没有权力的相互制约。事实上，在中国的体制下，存在着地方间基于绩效( 特别

是经济发展) 的竞争，在具体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等组织内部，也存在着党政分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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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党”和“政”的干部之间的相互制约。与此同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上而下的对于官

员的考核和监督制度，比如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和当代的组织测评和纪律检查制度。另

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 科举制度) 和政治( 选官制度) 就是向

基层开放的，这保证了来自“草根”的精英能够不断进入到体制内，提高治理的绩效，并实

现了阶层之间的流动性。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集权的体制加上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结构，也产生了科层化的

等级制度，一级管一级，越往上权力越大，对资源的控制能力也越强。于是，在中国，就产

生了特别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即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即在垂直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与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的关系。这种与行政权力相关的关系对资源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其中，文献研究较多的是企业的政治纽带( political connection) 的作用。既有的文献发

现，具有政企纽带的企业获得了“租金”，这些租金包括公司价值的提升、更多的政府补贴

和救助、更多的贷款和更优厚的贷款条件、更低的税率、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政府采购合同、
更高的产品价格、更高的产业进入能力、更弱的监管约束和法律制裁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地区间的市场统一非常重要。一个悖论是，正是为了保

持统一所形成的政治集权和垂直管理的行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
中国的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研究显示，如果企业有更多的政企纽

带，那么，企业就有更多的跨地区产品销售( 巫景飞等，2008; Lu，2011) 。我们自己运用中

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 董事长或总经理) 的政府任职背景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
我们发现，企业高管拥有的政企纽带能够帮助企业到其他省份去开设下属企业( 子公司、
联营企业或分公司) ，但这种影响出现的条件是政企纽带达到较高的级别( 厅局级以上) ，

而更低级别的政企纽带不起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同

时，我们发现，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高管曾在中央政府部门任职也有助于企业异地投

资。而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中，高管的政企纽带对异地投资没有显著影响。总体上来

说，政企纽带与异地投资之间的联系是资本市场分割和低效率的表现，同时，也加剧了企

业之间的不平等( 夏立军等，2011) 。
如果政企纽带能够给企业带来租金，企业就会有积极性去获取体制内的政治身份。

李宏彬等人发现，越是市场制度发育不完善的地方，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参政议政，因而，

参政议政也被视为在转型国家的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条件下民营企业家的一种积极的应对

措施( Li et al. ，2006) 。我们曾经利用中国某个市的数据研究了企业家获取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身份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更大规模的企业和历史更长的企业的企业家更可能成

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和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显著增加了成为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概率，且民主党派身份的系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四倍。这

可能是因为中共党员有其他渠道进入体制内，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样的一个通道更

多地向民主党派人士开放。此外，我们发现企业家的父母如果是一定级别的国家干部，也

增加了他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概率，而且是更高级别的概率。这一发现实际上体

现出了政治资本或者权力在代际之间的继承( Chen et al. ，2008; 陈钊等，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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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资本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本这对关系当中，有必要特别强调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所带来的

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在后工业社会，有些因素会导致关系的重要性下降，而有些因素则

又会导致关系的作用上升。具体来说，与行政力量有关的导致不公正关系的作用将下降，

而有利于促进合作的本地化的关系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我们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国社会逐渐会

向法治社会过渡。前面提到，在转型时期，社会资本影响了资源配置，会产生一些扭曲和

不公平。因此，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来讲，从关系型( relation based) 社会过渡到规则型

( rule based) 社会都是十分必要的。对此，我们给出如下几个经济学的解释:

第一，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依据成文法来管理相对于以前的依据习惯法来管理变得

更有优势。因为法制建设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固定成本投入，比如说制定法律和建法庭都

需要固定成本。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建设法制社会的成本平均分摊得比较小了。相比

之下，关系网络的构建没有什么固定成本，但是它的边际成本却是很高的。每认识一个新

的朋友，都需要大体上复制认识上一个朋友时的那个过程，比如吃饭谈心。在前现代社

会，因为市场范围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必去建设成文法，内部人基于网络、信
任和规则完成交易，这就是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越到现代社会，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

相互间知根知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交易双方非匿名性到匿名性的转化使得依赖关系与

信任来规范行为变得越来越难实现，这自然就要求建设一套明确的法律规章来规范彼此

的行为。换句话说，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有一个巨大的固定成本，因而是规模收益递增

的; 前现代社会的关系构建不需要固定成本，基本是规模收益不变甚至递减的( 因为精力

是有限的，维持这些越来越多的关系越来越难) 。当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从交易成本

的角度讲，法治社会的制度安排就更有效率了( 王永钦，2006) 。
第二个是信息的原因。在前现代社会，经济里面的信息比较简单，依靠英明君主进行

治理的这种贤达政治可能是有效的，当然，有效的前提条件是领导者是英明的，但这点比

较难于保证，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就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后工业化时代

里，信息的复杂程度使得贤人政治的制度优势实际上是下降的，因为要正确决策所需要和

所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单凭一个英明领导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就会下降。所以，中国

必须依赖于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样产生出来的领导人至少不会很差，妥协和制衡之下

做出的决策至少不会很坏。
第三个解释关系到“东亚模式”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东亚模式是政府强干预的一种

发展模式，它在发展阶段的早期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是非常有好处

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营部门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强，基础设施的水平大大完

善了，这时依赖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和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越来越小了。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法治社会将越来越适合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而政府干预

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将必然下降，于是，与行政权力相关的关系( 包括政企纽带) 的作用

将逐步削弱。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制度变迁存在强大的路径依赖性，未来的法治社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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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仍然掺杂很多人治社会的因素。现实之中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过渡还将考

验整个国家，如果制度的变迁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则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力，

甚至可能出现制度的危机。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又不能过于依赖法律和正式制度的作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甚至会在一定意义上加强社会关系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里，基于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并

不会完全消除，而可能与法律各司其职，形成良好的互补以适应后工业化社会的需要。
在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的比重将越来越高，知识和信息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越来

越强，这时，经济将出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服务业的发展、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都强调供

给方和需求方两者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使得人的消费中来自一定距离之内的服务

消费的比重将变得越来越高。其次，服务业的产品越来越难以“编码化”。工业社会里产

品供给和需求多是标准化的，而且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本身是可编码的，比如汽车、家电等，

都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参数来刻画的产品。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是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比

如文化艺术和带有设计的服务。对于难以编码化的产品，其供求双方的重复交往与合作

互信就特别重要。再次，在后工业化社会，有些越来越重要的服务本身具有巨大的不确定

性，比如医疗服务。同时，创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创新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具有不

确定性的交易难以界定损益，再加上服务产品本身难以编码的特征，使得正式制度的实施

成本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基于重复交往的关系型合约则可以通过信任与合作避免由于

合约不完善而造成的道德风险，也可以使在短期内难以准确计算的损益在跨时期的合作

关系得以补偿。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由于不确定性、不可“编码化”和模糊性的问题，在

技术交易中，交易方之前的交往和信任的确对事后能否成交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Jensen
et al. ，2013) 。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以非正式制度( 包括伦理和规范) 来弥补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不

足。法律不是万能的，首先，法律固然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性，但某种程度上也

牺牲了一定的制度的灵活性。其次，法律太过严密和僵化，深文周纳之下，不利于好人突

破既有的制度做好事，却有利于坏人利用既有的制度做坏事。再次，法律订立得越细密，

其执行成本也会越高，即便不考虑法律的执行成本，从信息的角度来讲，事前的完备合同

也是不可能的。最后，法律是人们行为的监督者，而监督监督者的成本也很高。明末大思

想家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原法》一篇里对这些弊端都有很深刻的论述。从这

个角度来说，法律规章等统一的应对标准在面对异质性的需求时，就显得不够有效，而中

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关系型社会这类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就显示出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当后工业化社会来临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系统思维与整体观念，重视集体主义与合作

的传统文化将可能再次展现出其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随着后工业化社会来临，特别是由于信息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政府行政干预经济发展的模式将越来越让位于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与行政干预相关

的关系( 包括政企纽带) 的作用将被消解。与此同时，随着面对面的本地服务需求增加，

信息复杂程度提高需要更多的信任与合作，基于合作———平等的关系，而非不平等的政治

纽带的非正式制度将对正式制度形成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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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迈向儒法并重的“市场经济”

在本文中，我们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出发，总结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相关问题。行文

至此，我们不妨做些总结。
中国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的确有其一定的特色。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在经济上

更基于规则，在政治上更基于投票，在社会上更基于市民社会，那么相比之下，中国发展在

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上更基于关系，在政治上更基于代表制，而在社会上更重视家庭，在

这几方面的确有一些差异。这样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了

一些负面的问题，例如，与垂直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关的“关系”成为了不平等的来源，不利

于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以家庭为中心的利益观也使中国容易忽视全社会的公

共利益。
经济的发展已经并且仍将继续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在经济上，基于

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基于规则的正式制度所取代。在政治上，民主化的

趋势将不可阻挡，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模式必将逐步让位于竞争性市场主导的模式，与行

政权力相关的关系( 政治纽带) 将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在社会上，以家庭为中心的纽带势

必淡化，而基于市场交易的合作型的关系将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超越以家庭为中心的利

益观将会成为公民社会形成的基础。
在自由、民主、法治成为普世价值的同时，人类社会实现这些普世价值的体制却有着

丰富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型构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每一个国家的

体制也必须在现实和传统中找到最有利于人民福利和持续发展的模式。在全人类共同追

求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上，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

必须淡化传统文化中以家庭为中心的利益观，摆脱等级秩序对于公平的市场规则的桎梏。
同时，面对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在不断完善法制的过程中，中国应继续发扬强调集体主

义与合作共赢的传统文化优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儒法并重的市场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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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with both
Law and Confucianism: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ath
Lu Ming1 ＆ Zhou Qunli2

( 1．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Abstract: For a Chinese － style market economy，a scholarly distinction is needed between long － term charac-
teristics and those fading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ess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research on China's de-
velopment path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capital． Although clans still play a role in rural development，traditional
rural social capital weak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urban areas，the burgeoning market economy re-
tains the power structure inherited from the old system． As the economy enters the post － industrial era，institu-
tions embedded with power will be challenged because of their unfairness． Meanwhile，the imperfections of the
market system will require more cooperation through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the future，China should not only
construct a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a legal system，but also utilize cooperation through informal institutions as
espoused by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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